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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政府的区域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其中的作用机制有

待发掘。地方政府行为受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尤其受分税制以来财税体制改革

的影响。分税制集中财权使地方政府逐渐走向以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为主的发展

模式，从而形成了土地财政；利用省级的年度数据验证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无

论如何评价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发展模式，与财政包干制相比，分税制都是一个理

性化的制度变革，其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稳定互动框架，而以土地为中心

的城市扩张模式是这次改革的意外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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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末开始，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中国出现了城市土地征用、开发和

出让的热潮。自１９９０年国务院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开始，① 土地使用权市

场正式出现并建立起来。此后，随着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城市中工业、商业用地
的大规模开发，城市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１９９３年全国土地出让金

只有３００亿元，到２０１１年上升到２．７万亿元。以土地出让金为核心的土地财政成为

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土地开发和出让，地方政府是背后的主导力量，也是政府以地生财的主要手段。

土地出让的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一方面是由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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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居民住宅的需求迅速增长所致，另一方面也与地方政府以土地征用、开发、出让

为支柱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地方政府通过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以低价格

取得农业用地，进行平整开发后以高价格出让，可以从中获得数量巨大的土地出让

金，再利用这些资金征用新的土地，并结合金融资金展开城市建设。对于地方政府

而言，这不但能够大幅度增加政府预算内、预算外的收入，而且能够迅速扩大基础

设施投资、吸引外资、改变城市面貌，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①

那么，是什么力量导致地方政府走向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仅仅用趋利动机和

行为来解释是不够的，其背后还隐含着深层的制度原因。本文即尝试从中央和地方

的财政关系入手来对土地财政提出实证解释。

一、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一直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

一。从理论方面来看，理解政府行为主要是以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为基

础。②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行为，许多学者注意到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

对地方政府行为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在这个方面，财政分权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理论是研究的一个基本起点。

该理论认为，在地方资源和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以及居民可以 “用脚投票”的前

提下，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分权可能引发地方政府间良性的区域竞争，从而有效推动

经济增长。③ 以戴慕珍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较早开始关注地方政府在地方工业化中的

积极作用，用 “地方法团主义”（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解释乡镇企业和一些地方

工业的兴起。她认为，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确立的财政包干体制下，地方政府一方面可

以获得超包干基数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乡镇企业上缴利润的形式获得

预算外收入，所以有极大的动力去兴办乡镇企业。④

许多学者发现，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的财政包干制实际上就是中央对地方的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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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这种体制对中国地方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其基本机制就是基于财
政分权的区域竞争。① 林毅夫和刘志强的分省定量研究表明，财政包干制对地方

ＧＤＰ的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② 钱颖一等人的研究则表明，这种促进作用是通
过地方政府的区域竞争模式实现的。③ 有些学者更进一步发现，如果以财政支出法
来衡量分权程度，那么无论是在财政包干制还是分税制体制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的经济增长几乎都可以用财政分权的理论加以解释。④

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从中央—地方关系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大有裨益，但是对以下
两个问题的回答尚不够充分。一是在中国，传统财政分权理论的前提如要素自由流
动、“用脚投票”等条件并不存在，地方政府展开的竞争如何成为一种良性的或者是
趋好的竞争 （ｒ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ｐ）？二是这些专注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研究忽视了
中央—地方关系在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后所产生的巨大变化。从收入角度看，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显然是一个集权的而非分权式的改革，这与分权和经济增长的解释机
制有内在冲突。这又给地方政府行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一直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实际上，有些学者认
为传统财政分权理论的前提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甚为苛刻的，在一般
条件下都不成立。在这些国家，财政分权不但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滋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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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① 在中国，地方政府竞争更多出于政治晋升的目的而非居民福利。② 第二个
问题则涉及对分税制的性质判断的问题。如果从收入角度考察，分税制无疑是中央
政府集中财政收入的行为，与财政包干制有着本质差别。实际上，分税制改革正是
针对财政分权产生的问题而进行的制度变革。③ 有学者从财政集权的角度考察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实施之后的中央—地方关系，认为分税制这种收入集权的改革对于地方政
府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使地方政府的 “援助之手”变成 “攫取之手”。④

本文拟从第二个问题即分析分税制的性质及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入手，尝
试从此方面推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陈抗等学者对分税制为什么应被看作是集
权性质的体制有过一些论述，但是对于分税制如何导致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
尚缺乏机制性的分析和讨论，同时，他们的研究与其他许多研究一样，偏重经济总
量而非对土地收入的分析。本文沿着这一思路，对地方政府和土地财政的关系进行
实证性的解释。

二、从工业化到城市化：以地生财的新发展模式

１．财政包干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３０多年的发展，以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前一阶段，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国兴起了改革开放后第一
轮工业化的浪潮。从图１可以看出，工业对ＧＤＰ的贡献率以及工业对ＧＤＰ的拉动
作用在１９９４年均达到高峰，分别从１９８１的１４．７％和０．８上升到１９９４年的６２．５％
和８．２，此后则分别稳定在５０％和５左右的水平。在这两个阶段，分别出现了两次
低谷，则分别与１９８９年事件和１９９８年亚洲经济危机有关。

在第一阶段，１９８０年代到１９９０年代初期主要的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采用的是
所谓计划与市场并行的 “双轨制”形式，政府的计划和决策仍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
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在财政包干体制下，地方政府通过促进扩大信贷和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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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亲历与回顾》，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陈抗等：《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经济学 （季
刊）》２００２年第２卷第１期。



不但能够有效促进地方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也能够迅速增加财政收入。①

图１　工业化的发展②

财政包干制自１９８５年开始实行，１９８８年得到进一步完善，采取的是 “划分税
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办法，其主要精神就是包死上解基数、超收多留。包干
“基数”包的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收入。基数并不对各税种的比例进行
规定，所以采用的是一定几年不变、“一揽子”的总量包干。③ 超出基数越多，地方

留成就越多，有些是１００％留在地方。

在财政包干体制下，流转税是主要税类；④ 主要税收来源就是企业，政府按照
企业的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按照属地征收的原则划分流转税 （以产品税及后
来的增值税为主）。增值税属于流转税类，它不但是流转税类中的主体税种，也是所
有税收的主要部分。增值税是对制造业企业征收的主要税种，按照原料入厂和产品
出厂的发票差价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进行征收。增值税作为流转税具有如下特点：不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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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１９４９—１９６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周飞舟： 《锦标赛体制》，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９年第３期；Ｃｈｒｓｉｔｉｎｅ　Ｐ．Ｗ．Ｗｏｎｇ，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ａｏ　Ｃｈｉｎａ，＂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１８，ｎｏ．２，１９９２，

ｐｐ．１９７－２２７．
数据来自 《数字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３０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增
刊》，２００８年。
由于各省情况差别很大，中央政府对全国３７个下辖财政单位 （包括各省、直辖市、自
治区和一些计划单列市）共实行了６类不同的包干办法，同时由于每一类的包干基数、
分成比例、上解基数和递增指标都有所不同，因此可以说中央对不同的下辖财政单位
都有不同的包干办法，而且由于年度间的情况变动，中央与地方单位需要不停地就这
些基数和指标进行谈判，财政体制变得非常繁琐而复杂。
工商税收 （包括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与国营企业所得税的比率１９８５年
是２．２∶１，此后工商税收迅速增长，到１９９１年这个比率为３．５∶１，数据来自财政部综
合计划司编：《中国财政统计：１９５０—１９９１》，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业是否盈利，只要开工生产，就会征收增值税。即使企业不赚钱，产品的出厂价也
会高于原料入厂价，因为出厂价中包含了工资、生产设备折旧等成本，劳动密集型
的企业增值税必然要高。另外，企业规模越大，即产品流转规模越大，增值税越多。

由于包干基数并不区分税种，所以工商企业税收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紧紧地结合
在一起。只要多办、大办 “自己的企业”甚至自己属地内的企业，经济总量和财政
收入就都能迅速增长。①

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体制与基数包干的财政制度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
地方政府发展地方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积极性。论述财政体制与地方工业化关系
的学者普遍忽略了对税收体制的考察：增值税与企业的投资、雇工规模呈正比，却
与企业的盈利缺少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只要依靠贷款和筹资不断增大企业规模，

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就能随之增加。

乡镇企业对财政的贡献分为税收和利润上缴两部分。其中税收部分一般由县政
府和乡镇政府分享，利润上缴部分则归其所有者———乡镇政府或村集体。在县、乡、

村三级组织中，县政府相对比较关注企业的规模，在现实中的表现是，县政府最容
易帮乡镇企业运作到贷款，而相对不太关注乡镇企业盈利与否。乡镇企业对地方政
府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利润上缴，这一部分主要归乡镇和村集体所有。县政府能够
从中获益的是对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无论是企业上缴利润还是行政事业性收费，

都属于县乡政府的预算外、甚至非预算收入，② 这部分收入既没有包干，也不会与
上级分享，在苏南很多地方属于灰色收入部分。③ 这是由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
完全控制的收入部分。

对于国营企业而言，财政包干制下国营企业主要进行的是从 “利改税”到 “承
包经营”改革的过程。这项改革虽然增强了国营企业的活力，但国营企业的利润率
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在财政包干制下明显提高的是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在国营企业 “税前还贷”和 “含税承包”的体制下，企业规模不断增大，这与地方
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是相辅相成的。④

在此可总结财政包干制下地方政府推动地方工业化的动力机制。财政体制为地
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提供了制度上的激励，税收体制则为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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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生、林彬主编： 《变迁中的城区政府与区街经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
非预算收入就是不归入 “预算外”，又实际为政府所支配的部分，小金库是一种典型代表。
马戎、王汉生、刘世定主编：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对于这个过程的具体讨论，参见平新乔：《对中国企业所得税改革与企业承包制的若干
思考》，《经济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３期；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
第３章，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



通过扩大投资规模实现上述增长提供了手段。在计划和市场混合的 “双轨制”下，

地方政府能够调动、配置主要的地方社会经济资源，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我们
能够比较全面地理解第一阶段高速发展的工业化。

２．分税制改革
第一阶段通过大规模放权促进地方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从微

观方面来看，乡镇企业由于其产权结构不够明晰，在经营和管理方面存在效率问题，

这些问题在进入１９９０年代面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市场竞争时显得愈来愈突出。

虽然地方政府更关注乡镇企业的规模，但一些乡镇企业的亏损正在造成地方政府的
呆账和坏账。从宏观来看，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的两三年内地方政府纷纷加
大投资规模，大办地方企业，① 这带来了重复建设、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等问题。

从宏观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来看，问题则更为严重，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所谓
“两个比重”的下降。

“两个比重”是指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
入中的比重。第一个比重衡量的是国家从经济增长中抽取税赋的能力，第二个比重
则是指中央政府集中全国财力的能力。第一个比重涉及税制和国家与企业的关系，

第二个比重则直接关系到集权和分权、乃至统一与 “割据”。② 第一个比重在１９８５
年之后的下降趋势非常明显，共下降了约２５个百分点。就第二个比重而言，在

１９８４年是４０．５％，但是自１９８５年全国实行财政包干制以后开始逐年下降，经过十
年时间，１９９３年这个比重降到２２％。③ “两个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１９９４年的财
税体制改革即分税制的出台和实施。

分税制的出台，可以看作改革开放３０年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线，这不但使中央
和地方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我
们理解第二阶段的新发展模式的关键。

分税制最核心的内容在于采用相对固定的分税种的办法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

入。分税制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大类。诸税种中规模最大的增
值税被划为共享税，中央和地方按７５％和２５％的比例共享；中央税还包括所有企业
的消费税。２００２年实行的所得税分享改革更是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由地方税
变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２００２年按中央、地方各５０％的比例分享，２００３年起则
按中央６０％、地方４０％的比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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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分别比上年增加了４４％和６２％，在这中间集
体经济的投资规模则分别增长了９５％和７０％，从中可以看出各地大办乡镇企业之风甚
为兴盛。数据来自 《数字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３０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经济景气
月报增刊》，２００８年。
参见王绍光：《分权的底线》。他重点讨论的是 “第二个比重”。
《数字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３０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增刊》，２００８年。



按分税制的设计，所有企业 （无论归谁所有、属地在何处）的主体税种 （主要是
增值税、消费税；２００２年以后也包括了企业所得税）都要纳入分税制的划分办法进行
分配。通过这种划分，第二个比重迅速提高，改变了中央财政偏小的局面。第二个比重
的迅速上升，是伴随着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从地方 “集中”的收入不断增加 （图２）。

图２　 “两个比重”的变化情况

如果将在分税制改革后中央集中的两税 （增值税和消费税）与在所得税改革后
集中的两税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进行计算，减掉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

则能够计算出中央通过两次改革集中的净收入，也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央对财政
收入进行集权的趋势 （图３）。

图３　财政体制改革后中央财政从地方政府 “集中”的收入

　　　数据来源：《中国税务年鉴》（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地方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５—２００５）。详见附录１。

３．分税制体制下的新发展模式
如果承认财政包干制是早期地方经济和工业化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并且其

作用机制是以分权为基础而产生的。那么，有效地集中了地方收入的分税制会产生
怎样的影响？这对地方政府行为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还会产生激励吗？

首先，在增值税大部分上缴中央财政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的关系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增值税的分享并不区分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隶属关系，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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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所有地区的地方政府陷入财政收入突然减少的困境。也就是说，原先支撑地方政
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地方工商企业的税收在分税制之后将大部分属于中央政府。

在经过与地方政府的谈判之后，分税制的增值税分享方案以 “基数返还、增量分享”

的妥协方案得以实行，即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增值税以１９９３年为基数，以后年份的基
数部分全额返还地方，增量上缴部分 （增量的７５％）以１∶０．３的比例返还给地方。

这个方案从表面上看有利于保护工业化发达地区的既得利益，但从长期来看，中央
集中的收入远远大于返还的部分，这从图３可以明显看出。这就是有些地方政府所
说的 “地方算账怎么也算不过中央”的意思。①

由于中央政府并不承担企业经营和破产的风险，所以增值税分享以后，地方政府
兴办、经营企业的收益减小而风险加大了。而且，由于增值税属于流转税类，按照发
票征收，无论企业实际上盈利与否，只要企业有进项和销项，就要进行征收。对于利
润微薄、经营成本高的企业，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再者，增值税由完全垂直管
理、脱离于地方政府的国税系统进行征收，使得地方政府为保护地方企业而制定的各
种优惠政策统统失效。在这种形势下，地方政府兴办工业企业的积极性遭受打击。

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在分税制之后纷纷与企业 “脱钩”。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自１９９２年发动，到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开始普遍推开，而此时也是地方政府纷纷推行乡
镇企业转制的高潮时期。到９０年代末，虽然国有企业的改革并不十分成功，但乡镇
企业几乎已经名存实亡，完全变成了私营企业。对于乡镇企业的转制，学术界有着
丰富的研究，但是大部分研究是从产权结构、内部生产和管理、市场、产业结构以
及竞争对手等方面进行解释，② 而相对忽略了财税体制变化的巨大影响。从以上对
分税制的制度效应分析中可以看出，分税制无疑是促成乡镇企业大规模转制以及国
有企业股份化的主要动力之一。

其次，与私有化浪潮相伴随的重要现象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方式发生了明
显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依靠企业税收变成了依靠其他税收尤其是营业税。与增值税不
同，营业税主要是对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征收的税收，其中建筑业又是营业税的第一大
户。所以，地方政府将组织税收收入的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建筑业上是顺理成章的事
情。这种状况在２００２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以后尤其明显。此项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能够从
发展企业中获得的税收收入进一步减少，同时使得地方政府对营业税的倚重进一步加
强。③ 从经验上看，地方政府在２００２年以来对于土地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和扩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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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克崮、贾康编：《中国财税改革三十年：亲历与回顾》。
以经济学为主的乡镇企业研究参见海闻编著： 《中国乡镇企业研究》，北京：中华工商
联合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经验证据，参见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
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６期；周飞舟：《大兴土木：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行为》，《经济社
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方建设规模的热情空前高涨，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动机是一个重要的机制。

最后，除预算内财政收入的结构调整带来地方财政增长方式的转变外，分税制
改革对地方政府的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也有极大的影响。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预算
外资金的主体是行政事业单位的收费，而非预算资金的主体是农业中的提留统筹及
与土地开发相关的土地出让收入。与预算内资金不同，这些预算外和非预算的资金
管理高度分散化。对于预算外资金，虽然需要层层上报，但是上级政府一般不对这
部分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多加限制。而对于非预算资金，上级政府则常常连具体的数
量也不清楚。分税制改革以后，为制止部门的乱摊派、乱收费现象，中央出台了一
系列预算外资金的改革办法，其中包括收支两条线、国库统一支付制度改革等，力
图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计划、有步骤地纳入预算内进行更加规范的管理，但是对于
非预算资金，却一直没有妥善的管理办法，因此非预算资金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开
始成为地方政府所主要倚重的财政增长方式。

分税制和所得税分享改革对地方政府造成的压力迫使地方政府通过发展建筑业

和增加预算外的收费项目以及非预算资金来寻求新的生财之道。伴随迅速发展的城
市化而兴起的 “经营城市”的模式正与这种需求密切相关。

图４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两个主要指标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改革的两个阶段中
发展模式的区别。在改革开放后的前１５年的第一阶段，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动力的工
业化并没有对城市化造成压力，企业坐落于农村和小城镇地区，劳动力以 “离土不
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民为主，因此，这个时期的工业化速度远高于城市化的速
度，也可以说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图４　工业化与城市化

　　　数据来源：《数字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３０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增刊》，２００８年。

可以看出，１９９４年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点。１９９４年以前工业对ＧＤＰ的贡献率年

均增长速度是３．７％，而城镇人口比重的年均增长速度是０．６％；１９９４年以后，这

两个比重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是－１．１％和１．３％，城市化的速度明显加快。这一方

面与１９９４年开始推行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１９９８年出台的 《土地管理法》有关，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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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与迅速发展的沿海外向型经济有关。这都促使企业、居民对城市建设用

地的需求快速增长。由于大部分外向型经济位于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在这些地区城

市化发展最为迅速，政府 “经营城市”的发展模式也最为突出。要经营城市，就需

大量新增的建设用地。在此宏观背景下，土地征用和出让成为地方政府预算以及非

预算收入最主要的来源。

按照 《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只有地方政府有权征收、开发和出让农业用地，

供应日益紧缺的城市建设用地，并且征收农业用地的补偿费用等成本远低于城市建

设用地出让价格。地方政府低价征收农业用地，进行平整、开发后，可以通过招标、

拍卖或挂牌等形式在土地二级市场出让。在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通过这个过程

迅速积累了规模巨大的土地出让收入。利用大规模的土地出让收入和已征收的大量

城市建设用地，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担保和土地抵押的方式取得更大规模的金融

贷款以投入城市建设。这样，土地收入—银行贷款—城市建设—征地之间形成了一

个不断滚动增长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不但塑造了东部地区繁荣的工业化和城市景

象，也为地方政府带来了财源。

这些财源除了包括通过土地征收、开发和出让过程中直接得到的土地收入之外，

还包括城市建设过程中迅速增长的以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营业税为主的预算财政收

入，这些收入全部属于地方收入，无需与中央政府共享。所以，随着城市化的迅速

发展，地方政府的预算收入和非预算资金 （土地收入）呈现出平行的增长态势，构

成了地方政府 “土地财政”的主要支柱。① 因此，新世纪激烈的城市化过程与地方

政府 “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行为取向密不可分。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形成

了推动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均增长的新发展模式。

三、土地征用与出让

中国实行的是 “双轨”土地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即农业用地归

农村的村集体所有，非农业用地 （主要是城市建设用地）归国家所有。我国所有的

城市土地均为国有，按照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

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１０
条）。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城市需要占用农业用地时，首先必须改变农业用地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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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土地财政的研究，参见刘守英、蒋省三：《土地融资与财政和金融风险———来自东
部一个发达地区的个案》，《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５期；周飞舟：《生财有道：土地
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陶然、袁飞、曹广忠：
《区域竞争、土地出让与地方财政效应：基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
分析》，《世界经济》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



权性质，将村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这个过程叫做 “土地征用”；在将土地从村
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之后，政府会将土地进行平整、配备各种基础设施 （道路、

绿地、通水、通电、通气等等），然后主要通过 “协议、招标、拍卖、挂牌”等形式

将土地的使用权卖给用地单位，这个过程叫做 “土地出让”。

土地征用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将集体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的一

种措施。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业建设用地，依据的法律为１９９８年的 《土地管理法》。

按照该法，“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１９９８）第２条，以下引用条款均出自该法律）。在城市化

过程中，如果需要进行建设而使用土地，其产权性质必须是 “国有土地”而不能为
“集体土地”，这里的国有土地 “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

所有的土地”（第４３条）。这意味着，在城市建设中，如果需要使用原有的集体土

地，必须通过征地改变集体土地原有的产权性质，第一步必须首先将集体土地转变

为国有土地，然后才可以在土地市场上通过出让、划拨、租赁和转让等不同形式将

土地转让给土地使用者。土地从农村集体所有转变为城市国有的过程，就是通常所

说的土地征用，通常是由地方政府完成的。

农村地区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在２００２年 《农村土地承包法》之后，虽然名义上

仍然是集体所有，但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无权终止、收回、调整农户的承包权；而相应

的，农户的承包权，不仅可以获得相应的收益，而且还可以在市场上自由转让。可以

说，在２００２年之后，农户承包权的转让权得到了全面的承认和清晰的界定：土地转让

权属于承包方 （承包农户）而非发包方 （集体）；转让权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强迫

或阻碍；转让形式可以包括转包、出租、互换等多种形式；转让权的价格由当事人决

定；转让权的收益由承包方所得。但是，对于农民土地转让权的保护，仅仅限于 “土

地的农业用途”，而一旦土地用于非农业用途，《农村土地承包法》则立刻失去效力。

“对土地实行征收”的权力是垄断的，土地征用的主体是国家，土地征用是一种

政府行政行为，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地方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征地的权力，地方政

府代表国家垄断土地资源。

地方政府将集体农业土地通过 “土地征用”这一过程转化为 “国有土地”之后，

“单位和个人”因为进行建设而需要使用土地的，就可以 “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

（第４３条）了。这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用地的主要来源。国有土地的出让权力，同
样垄断在国家手中，除国家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

法转让土地”（第２条）。

在此，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现行法律确认了政府征用农业土地的垄断权，同时

也确认了政府向城市土地市场出售所征用土地使用权的权力，前者的土地补偿是按

照土地的农业用途收益计算的，而后者是按照土地的未来市场预期收益计算的。

土地征用并非无偿，而是需要给予原所有者 （集体）与使用者 （农户）一定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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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其补偿的核心原则是按照 “被征收土地的原有用途”。以耕地为例，对征收土地
的补偿一般包括下面几个部分：（１）土地补偿费，即耕地被征用前３年的平均农业产
值的６—１０倍；（２）安置补偿费，即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耕地被征用前３年的平
均农业产值的４—６倍 （注：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被征收的耕地数量／征地前被征
收单位人均耕地占有量）；（３）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这部分由地方政府规定。

土地转让也并非无偿，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依据的是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第２条）。除一些 “公益事业”用地可以通过 “划拨”方式获得外，建设单位使用国
有土地，主要需要通过 “有偿使用方式”获得，使用国有土地的建设单位需要向政府
缴纳 “土地出让金”：“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缴
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其他费用后，方可使用土地。”（第５５条）

地方政府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用地征为国有，变成非农用地的过程中，土地资
本可呈几倍乃至十几倍增值。据估计，如果土地出让成本价为１００％，则农民只得

５％—１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得２５％—３０％，６０％—７０％为县、乡 （镇）各级地
方政府所得。① 这中间的巨大差价成为地方政府 “经营土地”的最主要经济激励之
所在，导致１９９０年代后期以后土地出让金额与面积剧增 （见图５）。

图５　历年土地出让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土地年鉴》（１９９５—１９９７），《中国国土资源年鉴》（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出处及具体情况详见

附录１。

自２０００年之后，中央政府开始遏制地方政府的土地征用规模与行为，相继出台
了一系列法律法规。② 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无法遏制

·２５·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①

②

温铁军、朱宋银： 《县以下地方政府资本原始积累与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土地问题》，
《经济研究资料》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这些法规包括２００２年５月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
第１１号）、２００３年２月 《关于清理各类园区用地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的紧急通知》（国土
资发 ［２００３］４５号）、２００３年４月 《关于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
况执法监察工作方案》、２００４年３月 《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２００４］７１号）、２００４年４月 《关于深入开展
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 ［２００４］２０号）、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冲动。地方政府所采用的征地方式多种多样，如采取到其他地
方买指标的方式征地，或化整为零，把国务院才能批的权限运作到县一级就能批。①

对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张清勇通过１９９８年 《土地
管理法》的修改过程，进行了分析。从１９９７年８月到１９９８年８月短短１年间，《土
地管理法》中的土地有偿使用费分配方案频繁变动：（１）１９９７年８月，在 《修改草
案》（送审稿）阶段，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１００％上缴中央财政；（２）在
地方的反对下，１９９８年６月出台的 《修订草案》里，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
费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四六分成；（３）到１９９８年８月 《修订草案》最终审议时，在
“有些常委委员和地方”的努力下，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分配方案最终确
定为三七分成。从这一讨价还价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之间在土地收入分配
上的激烈竞争，而博弈的结果显示，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土地收益分配方案的调整来
加强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工作的打算，在这次法律修改过程中遭受挫折。②

以上是对分税制引发的财税制度改革与地方政府 “以地生财”行为之间的制度
和机制方面的分析，分税制通过改变中央和地方税收分配方案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政
收入的 “饥饿效应”，这构成土地开发和城市化浪潮的一个核心推动力量。笔者将使
用省级数据验证这两者之间的经验关系。

四、分税制和土地财政的实证解释

１．假设
本文使用中央与地方的 “财政关系”来解释地方政府的 “征地”行为，从而考

察分税制的深刻影响。以下假设就是在上述制度史的分析中建立的：在新的财政体
制下，地方政府损失的越多，其从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中获得收入的激励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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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 ［２００４］２８号）、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关于基本
农田保护中有关问题的整改意见》（国土资发 ［２００４］２２３号）、２００４年１１月 《土地利
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２６号）、２００４年１１月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
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２７号）、２００６年６月 《关于当前进一步从严土地管理的紧急
通知》（国土资电 ［２００６］１７号）、２００６年７月 《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６］５０号）、２００６年９月 《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０６］３１号），等等。具体讨论参见赵德余：《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地方政府
与国家的关系互动》，《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①　葛如江、潘海平、王新亚： 《谁制造了２０００万失地农民———城市化浪潮中的新弱势群
体调查》，《中国改革·农村版》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张清勇：《纵向财政竞争、讨价还价与中央—地方的土地收入分成———对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来土地收入的考察》，《制度经济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即在分税制及之后的财政体制改革中，中央政府从地方政府 “集中”的收入越高，

地方政府就会越多地从土地征用过程中获得收入。

２．数据

本文以省级数据测量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情况与征地行为。从１９９４年开始，中

国统计资料开始公开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情况，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公开发表

的统计资料 （具体出版物较为复杂，详见附录１）。本文选取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间的数据。

３．因变量

本文试图解释地方政府在征地行为方面的差异。通过刘守英、周飞舟等人对于

地方政府的征地收益分析①可以看到，虽然土地出让金并不是地方政府 “经营土地”

的唯一收入，但却是其中最大份额的收入。因此，因变量定义为地方政府通过土地

出让所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数目。

４．自变量

本文假设，在新的财政体制下，中央从地方财政中拿走的数额越多，地方政府

的征地行为越激烈，因此，核心自变量为中央从地方 “集中”的税收，或者说地方

政府在新财政体制中的 “税收损失”。前文已说明，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中央将消

费税的１００％与增值税的７５％收归中央财政；２００２年的所得税改革，中央又将企业

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５０％收归中央财政 （２００２年之后这个比例增大到６０％）。这

两部分收归中央的财政收入，减去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即为中央通过这两次财

政改革从地方财政 “集中”起来的收入，或者称为地方政府在财政体制改革中遭受

的 “税收损失”。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１）［２００２年之前］税收损失＝ （消费税＋增值税×０．７５）－消费税和增值税税

收返还

（２）［２００２年］税收损失＝ （消费税＋增值税×０．７５）－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

还 ＋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０．５０－所得税基数返还
（３）［２００２年之后］税收损失＝ （消费税＋增值税×０．７５）－消费税和增值税税

收返还 ＋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０．６０－所得税基数返还

５．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经济社会指标对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影响，在模型中加入人口规模
（自然对数形式）、人均ＧＤＰ （自然对数形式）、工业化水平 （第二产业占ＧＤＰ的百分

比）以及城市化水平 （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作为控制变量。在实际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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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地出让金与税收损失都取人均自然对数格式。表１为所有变量的描述。①

表１　文中所使用变量的描述统计

观测值 均　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均土地出让金 （ｌｎ） ２４８ －４．８５　 １．６６ －８．９６ －０．６１

人均税收损失 （ｌｎ） ２４７ －３．６９　 １．３３ －８．４６　 ０．２１

人口 （ｌｎ） ２４８　 １７．２０　 ０．９１　 １４．７１　 １８．４２

人均ＧＤＰ （ｌｎ） ２４８ －８．１３　 １．１３ －９．９０ －５．５０

城市化水平 （％） ２４８　 ３１．４３　 １５．４５　 １３．８０　 ８４．４６

工业化水平 （％） ２４８　 ４４．３９　 ７．８７　 １９．７７　 ５９．５０

６．估计方法

我们使用ｙｉｔ代表省份ｉ在年份ｔ的人均土地出让金，Ｘｉｔ代表人均税收损失，Ｚｉｔ
表示其他经济社会指标。

　　ｙｉｔ＝αｙｉｔ－１＋β１Ｘｉｔ＋β２Ｚｉｔ＋λｉ＋γｔ＋εｉｔ

λｉ表示不随年份变化的、某个省份ｉ的独有特征 （如地理位置）；γｔ表示不随省

份变化的、某个年份ｔ的独有特征 （如中央政府在某年的土地征收政策）；εｉｔ表示残

差项。

对于这种面板数据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最常用的方法是固定效应模型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与工具变量法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但是，由于模型中出现了因变量的

滞后项 （ｙｉｔ－１），会与不可观测的截面异质性效应产生相关并带来参数估计的非一致

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解决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可能出现的联立内生性问

题，“广义矩估计法”（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ｏｍｅｎｔｓ，ＧＭＭ）获得广泛应用，这

一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先对原方程进行差分，然后用滞后变量作为差分方程中相应变

量的工具变量 （ｆｉｒｓ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　ＧＭＭ，ＤＩＦ－ＧＭＭ）。② 相对于传统的估计方法，

ＧＭＭ不需要假设随机误差项的准确分布信息，同时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

序列相关，因而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传统估计方法更有效。

然而，“差分广义矩估计法” （ＤＩＦ－ＧＭＭ）会导致一部分样本信息的损失，并

且容易受弱工具变量的影响而产生有限样本偏误 （ｆｉｎｉｔｅ－ｓａｍｐｌｅ　ｂｉａｓ）。为克服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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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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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土地出让金、人均税收损失、人均ＧＤＰ单位都是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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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９９１，ｐｐ．２７７－２９７．



问题，又发展出了 “系统广义矩估计法” （ＳＹＳ－ＧＭＭ），这种方法结合了差分方程

和水平方程两种估计信息：在差分广义矩估计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组滞后的差

分变量作为水平方程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①

相对来说，“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具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因此本文主要使用
“系统广义矩估计法”估计面板数据模型。根据对权重矩阵的不同选择，为进行比

较，文章也报告 “差分广义矩估计法”的结果；为检验 “广义矩估计法”是否可行，

也报告了混合最小二乘法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ＳＬ，ＰＯＬＳ）与固定效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ＦＥ）的

结果，由于混合最小二乘法估计通常会高估滞后项的系数，而固定效应估计则一般

会低估滞后项的系数，因此，如果广义矩估计法估计值介于两者之间，说明广义矩

估计法是可靠有效的。②

７．估计结果

表２是模型的估计结果。广义矩估计法要求误差项的一阶差分Δεｉｔ应该在一阶

序列相关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ｓｅｒ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上显著，但在二阶序列相关 （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ｓｅｒ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上不显著。③ 表２中的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Ｒ （１）和ＡＲ （２）

的结果显示，无论是 “差分广义矩估计法”还是 “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的估计结

果，这一条件都得到满足，误差项的一阶序列相关显著，二阶序列相关不显著
（模型１—４）。同时，汉森检验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与汉森差异检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的结果表明，广义矩估计法的工具变量外生性条件得到满足 （模型

１—４）。

为检验广义矩估计法是否可行，可比较因变量的滞后项的系数。表２的结果显

示，因变量的一阶滞后变量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模型中是０．２４８与０．２２８ （模型１
与模型２），在差分广义矩估计法中是０．２０７与０．２１９ （模型３与模型４），都低于混

合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系数０．５０２ （模型５），并高于固定效应估计的系数０．１７９ （模

型６），这说明本文使用的广义矩估计法是可靠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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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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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ｌｓ，＂ＣＥＰ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ｎｏ．３０４８，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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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税收损失———来看，这一变量在广义矩估计法中的

系数都是比较稳定的。系统广义矩估计的一步估计 （Ｏｎｅ－ｓｔｅｐ）和两步估计 （Ｔｗｏ－
ｓｔｅｐ）中，人均税收损失的系数分别为１．１６２与１．１８４ （模型１与模型２）；差分广

义矩估计的一步估计 （Ｏｎｅ－ｓｔｅｐ）和两步估计 （Ｔｗｏ－ｓｔｅｐ）中，人均税收损失的系

数分别为１．４２５与１．３９６ （模型３与模型４）。这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税收损失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在所有的估计模型中都非常显著，并且在广义矩估

计中的系数都非常稳健，说明本文的假设得到证明：地方政府在新的财税制度下损

失越多，就越有动力通过土地财政来弥补。广义矩估计法的模型结果显示，地方政

府在新财税体制下的人均税收损失每增加１％，从人均土地出让金中获利会增加

１．１６２％—１．４２５％ （模型１—４）。

从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来看，只有 “工业化水平”在差分广义矩估计中是显著的，

但在系统广义矩估计中不显著，除此，其他控制变量在广义矩估计模型中都不显著。

这说明，在对于地方政府征地行为的解释中，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

平、城市化水平等因素都不是最重要的，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本文提出的财税体

制变量是一个非常有解释力的因素。

表２　模型估计结果

ＳＹＳ－ＧＭＭ　 ＤＩＦ－ＧＭＭ　 ＰＯＬＳ　 Ｆ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Ｏｎｅ－ｗａｙ　 Ｔｗｏ－ｗａｙ　 Ｏｎｅ－ｗａｙ　 Ｔｗｏ－ｗａｙ

人均税收损失 （ｌｎ）

因变量的一阶滞后变量

人　口 （ｌｎ）

人均ＧＰＤ （ｌｎ）

城市化水平 （％）

工业化水平 （％）

常数项

１．１６２＊＊＊ １．１８４＊＊＊ １．４２５＊＊＊ １．３９６＊＊＊ ０．５０４＊＊＊ １．２１５＊＊＊

（０．２４０） （０．２７８） （０．２７２） （０．３３１） （０．１１６） （０．１７６）

０．２４８＊＊ ０．２２８＊ ０．２０７＊ ０．２１９＊ ０．５０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０９） （０．１３３） （０．１０８） （０．１１３） （０．０８７） （０．０６５）

－０．３３３ －０．４２２ －２．５３７　 ０．０９４　 ０．６６０＊＊ ０．５４５
（１．１１４） （１．９４７） （９．００１） （９．９４８） （０．２５６） （４．２９７）

０．１９４　 ０．１０８ －０．７５７ －０．９３８　 ０．６４７＊＊＊ ０．１４７
（０．９３５） （０．９９５） （０．７０７） （０．９７４） （０．２４０） （０．５０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４　 ０．０４３　 ０．１１１＊＊＊ ０．１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２）

６．９７９　 ７．４５９ －５．１３２＊ －９．２６４
（１２．１２６） （２７．５９７） （２．６２３） （７４．５９７）

观测值 ２１６　 ２１６　 １８４　 １８４　 ２１６　 ２１６
Ｒ２ ０．８４４　 ０．８１３
省份个数 ３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ＡＲ （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６
ＡＲ （２） ０．８０８　 ０．７８３　 ０．９９４　 ０．９５７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　 ０．９１１　 ０．９１１　 ０．７４１　 ０．７４１
Ｄｉｆ－ｉｎ－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ｓ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４

　　　注：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７５·

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



２．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Ｒ （１）和ＡＲ （２）表示误差项的一阶差分在一阶序列相关与二阶序列相关的

检验 （ｐ值）。

３．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　ｏｆ　ｏｖｅｒｉｄ．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为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约束检验，其原假设是工具变量

是有效的。Ｄｉｆ－ｉｎ－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ｅｘ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ｅｔｓ）是针对 ＳＹＳ－

ＧＭＭ 中额外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其原假设是这些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表中汇报的为ｐ值。

４．因变量为人均土地出让金 （ｌｎ）。

五、结　　论

中国财政体制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涉及对中

国经济成就的核心解释。正如本文所评述的，大量的经验研究揭示中央与地方的分
权体制、地方政府的区域竞争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这些解释在很大程度上

忽视了财政体制的变化所产生的复杂作用机制。其中，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作为

一种中央政府大力集中地方收入的新财税体制与过去的财政包干制有着本质差别。

对于这种新体制如何刺激地方经济增长，简单的分权理论框架解释是不充分的。

分税制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是土地开发和城市扩张，这是学术界的

基本共识。但对于分税制与土地开发之间的关系，虽然有大量的案例研究，两者之

间的数量联系却缺乏实证的解释。实际上，分税制在中央集中地方收入的同时，对

地方也有大量的税收返还，同时对中西部地区也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转移支付体系。

有研究表明，这个转移支付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分税制所产生的地方财政的
“饥饿效应”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所以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分税制后

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① 这种变化导致地方政府全面以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作为

新的支持地方财政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本文使用全国的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这

二者之间的稳定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于分税制和土地财政的关系分析，并无批评以分税制为代

表的财政体制改革之意。无论我们如何评价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发展模式，与财政包

干制相比，分税制无疑都是一个理性化的制度变革，这个改革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之间

关系的稳定互动框架，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扩张模式只是这次改革的意外后果而已。

地方政府全面转向土地开发和城市扩张，除财政体制作为核心的因素外，其他
一些制度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其中，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农村税费改革都对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有深入的影响。如何考

察这些背景因素与财政体制的共同作用，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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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附录１　 数据来源

变　量 数据年份 出　处 编　者 出版社

因变量

　土地出让金额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土资源部

北京：中国国土资源
年鉴编辑部

自变量

　增值税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中国税务年鉴》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中国税务年鉴》
编辑委员会

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消费税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中国税务年鉴》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中国税务年鉴》
编辑委员会

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企业所得税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中国国家统计局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个人所得税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中国国家统计局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税收返还补助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地方财政统计资料》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财政部预算司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财政部国库司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北京：新华出版社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消费税和增值税
　税收返还收入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地方财政统计资料》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财政部国库司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地方财政统计资料》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财政部国库司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主要控制变量

　人口总数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国家统计局人口
统计司

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非农业人口 （比例）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国家统计局人口
统计司

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ＧＤＰ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中国统计年鉴》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中国国家统计局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第二产业 （比例）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中国统计年鉴》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中国国家统计局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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